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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否驱动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郭炳南，王　 宇，张　 浩

（江苏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０３）

摘要：数据要素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基于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８３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看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 ＤＩＤ
和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实证检验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研究结果如下：（１）大数据试验

区设立能显著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且该促进作用持续增强。 （２）机制分析发现，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主

要通过激发创业活力、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等渠道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３）异质性

分析发现，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东部地区、较大规模和高等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强的驱动效果；城
市创新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越高，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越显著。 （４）进一

步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不但能推动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对邻地经济增长也具有正向的空间溢

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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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 但与此同时，区域发展不平

衡、结构红利衰减、产业结构不协调等问题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的重大障碍。 基

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

了新方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而实现

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同时由于城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主要角色，因此深入探析中

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

中数据被定义为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并列，以期数据要素成为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通过与云计算、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融合，催生一系列应用，在
此过程中与实体经济融合，从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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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效率倍增作用，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

发展行动纲要》。 ２０１６ 年，八大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相继设立。 基于此背景，亟须明确的问题

是：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是否能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驱动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

升？ 更进一步探讨，若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能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那其中的影响机制又是什

么？ 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是否具有异质性？ 考虑到数据要素能够打破资

源要素流动的空间限制，其是否又具备空间溢出经济增长质量效应？
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和数据要素两个方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文献综述。 首先，高质

量发展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据全局性、根本性和指导性的地位，因此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也是

学术界的重要议题。 在研究初期，钞小静和任保平［１］、魏婕和任保平［２］主要是探索如何构建科学合理

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随后研究逐渐转向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因素的分析，其中主要包括创

新驱动、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等［３ ６］。 而目前的相关文献则主要是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

政策效应评估，如聂长飞等［７］通过创新型城市建设、高波和王紫琦［８］ 利用高铁开通、湛泳和李珊［９］ 基

于智慧城市建设等，从不同路径论证数据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
而关于数据要素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已有部分文献对其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李辉［１０］ 从宏观、

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出发，研究发现大数据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和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等

方式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胜利和樊悦［１１］ 从数据要素在生产和再生产动态运动过程中的具

体贡献的角度，论证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王谦和付晓东［１２］则着重分析了数据要素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机制。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从数据要素的内涵出发，通过归纳分析其基本特征和技术

经济特征，从而分析提炼出数据倍增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现路径［１３ １４］。
综上所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日益成

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质量以及数据要素对经济高质发展影响效应的研究已

较为丰富，但现有文献关于数据要素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分析均是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 尽管

这些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证研究方面仍然存在进一步的拓展空

间。 基于此，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等五个维度来构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并利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

双重差分模型和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探讨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传导机

制、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１）从研究议题上看，目前已有较多文献研究了数据要素与高质量发

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主要是从理论分析的视角展开，鲜有文献对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实证研

究，基于此，本文首次利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这一政策来评估数据要素对城市经济增长

质量的影响效应，这也是对相关文献的补充和拓展。 （２）从研究对象上看，本文构建了城市层面经济

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能够从更加细致的角度来探讨数据要素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
（３）从估计方法上看，实证研究中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内生性问题的处理，而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能
够较为精准地评估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如何驱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平行趋

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估计结果的可信度。
二、 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 政策背景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生产要素不断演进，其内涵日益丰富，所包含范围逐渐扩大。 随着数

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数据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

驱动力。 为深度挖掘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数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能，国务院于 ２０１５ 年印发

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就明确提出“开展区域试点，推进贵州等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贵州省正式开展大数据试验区建设。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

办发函批复同意贵州省试验区建设，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又同意第二批试验区建设，其中包括京津冀、珠江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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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上海、河南、重庆、沈阳和内蒙古。 大数据试验区通过承担七大任务从而实现数字发展、绿色发展和创

新发展，主要包括数据资源共享、大数据创新应用、大数据资源流通、大数据制度创新、数据中心整合、大
数据产业集聚以及大数据国际合作。 可以预见，在大数据试验区设立战略背景下，各地区的大数据相关

产业能够得到快速发展，数据要素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能够充分实现，这也为本文评估大数据

试验区的设立驱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影响效应提供了一个良好机遇。
（二） 理论分析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被看作是一个要素投入与产出的生产函数关系。 在这个生产函

数中，资本和劳动占据主要地位，但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仅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无法实现经

济的可持续增长。 而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尽管强调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生

产要素，但仍然无法摆脱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增长束缚［１３］。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由于数据要

素所具备的非竞争性、易复制性、非排他性和外部性等独特的技术经济特征，使得数据要素的生产函

数会出现规模收益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即数据对经济增长的提升效应不再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

限制。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则推动了大数据相关产业的发展，通过相关政策进一步促进

了对数据要素的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 在此基础上，数据要素通过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充分

发挥其效率倍增作用，从而推动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基于大数据试验区的政策背景和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会对创业活力、

人力资本和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从而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第一，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创业活力与经济增长质量。 首先，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发展思路

中包括了构建大数据创新创业平台，其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建设创新创业孵化机制、构建大数据创新创

业投融资体系以及为创新创业团队建立相应的选拔机制和展现平台，从而为地区创业活动提供方向、资
金和信息技术支持，带动区域创业热情。 其次，大数据推动了各种要素资源的高效集聚，并对资源进行优

化配置，能够有效遏制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区域创业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资源环境；大数据平台也使得

信息传输更加便捷、管理模式更加高效智能，从而提升企业运行效率，进一步提高创业成功率。 最后，数
据技术会降低搜寻、交通、复制和追踪等经济成本，激发个体创业行为。 而创业活动对于经济集聚、产业

结构升级和动能转换等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容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区域发展拓展市场空间［９］。 具体来

看，一方面，创业活动能够催生新产业，加速市场竞争以及资源整合，从而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以及规模效

应，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创业活动也使新技术得以推广和商业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从

而实现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因此随着大数据试验区的建设，区域创业活力将会被充分激发，从而

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第二，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质量。 人力资本是驱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最为

根本的力量，人力资本的提升能极大地作用于技术研发和创新；而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将会使

得高技术的物质资本与高层次的劳动力相匹配，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从而推动中国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目标主要包括推动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培养大数据产

业人才，因此随着大数据试验区的建设，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完善和大数据平台的搭建将会极大提升该

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也使得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需要更多

的高技能劳动者，市场需求的改变倒逼劳动力必须去提高自身技能水平，从而带动地区整体人力资本

水平的提升。 此外，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也为教育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更加高超便捷的技术手段，打破

了知识和技术等资源信息的空间限制，从而对劳动力的技能、学历和知识结构进行优化，带动了劳动

生产率的提升［１５］。 因此，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为城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
第三，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质量。 在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

资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日益凸显，环境不仅上升为自然资本，甚至逐渐变为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本。 而

绿色技术创新一方面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另一方面通过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获得环境绩效。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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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创新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在宏观层面，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

促使高端人才、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资本等创新要素的集聚，从而提升该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在微观层面，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首先，随着大数据试验区的建设，一系列配套措施也将逐

渐完善，而其中数据技术的发展则降低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竞争成本。 具体来看，企业能够基

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精准面向消费者进行推广，有针对性地进行绿色创新；同时数据技术也促使

信息传递更加迅速便捷，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丰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所导致的、较高

交易和搜寻成本，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加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 其次，在数字经济时代，
消费者更加追求产品的多样化和绿色可持续的消费理念，这就对创新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企

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采用绿色生产方式［１６］。 因此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水

平的提升，从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两个有待验证的研究假说。
假说 １：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够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假说 ２：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主要通过创业活力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来提升城市经

济增长质量。
表 １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经济增长质量

创新水平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 ＋
科技投入 ／财政支出 ＋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

协调水平

产业结构合理化 －
产业结构高级化 ＋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 ＋
包容性 ＴＦＰ 指数 ＋

绿色水平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人均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

ＰＭ２． ５ 年均浓度 －

共享水平

人均 ＧＤＰ ＋
人均教育支出（万 ／人） ＋

人均医院床位数（张 ／万人） ＋

开放水平
进出口总额 ／ ＧＤＰ ＋

外资企业数 ＋

三、 研究设计

（一）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测度

为科学评估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如何

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必须准确

衡量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在借鉴相

关文献［１７ １８］以及考虑城市层面数据可得性

的基础上，从“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
放”五大发展理念入手，构建城市经济增长

质量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１）。
在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中，对于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等名义变量均

换算成以 ２００４ 年为基期的实际变量。 同

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借鉴干春晖等［１９］ 的

研究，基于改进的泰尔指数进行衡量；产
业结构高级化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增

加值之比来表示；生产性服务业占比采用

城市从业人员中生产性服务业①所占比重

来表示。 包容性 ＴＦＰ 采用超效率 ＳＢＭ 模
型和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进行计算［２０］，将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ＧＤＰ 作为期望产出，城乡收入差距作

为非期望产出。 在此基础上，城市经济增长质量采用熵值法进行测度。
（二） 模型设计

本文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看作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大数据

试验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 故借鉴 Ｂａ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１］、袁航和朱承亮［２２］ 的做法，构建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ｈｑｄ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ｄｉｔ ＋ βｃＸ ｉｔ ＋ γｔ ＋ μｉ ＋ εｉｔ （１）
其中，ｈｑｄｉｔ 为 ｉ 城市 ｔ 年的经济增长质量，ｄｉｄｉｔ 为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政策虚拟变量，β１ 反映了大

—１０１—

①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科研、技术服务和地

质勘探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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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果，Ｘ ｉｔ 为控制变量，γｔ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μｉ 为城市固定效应，εｉｔ 代表随机扰

动项。本文在估计时将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本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了实验组和控制组

之间的特征差异和时间趋势。
（三）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大数据实验区设立虚拟变量与政策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某城市

或该城市所属省份设立大数据试验区的当年及之后的年份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 大数据试验区设

立的名单来源于工信部官方网站，在本文的研究期间内，共有 ６７ 个城市作为实验组，其他 ２１６ 个城市

作为控制组。 为了提高政策识别的准确性，尽管所有的大数据试验区都是在 ２０１６ 年获批，但贵州省

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就已经开展相应建设，同时其他大数据试验区都是在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才获批，因此本文

将贵州省的政策实施节点设定为 ２０１５ 年，其他则设定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控制变量

为准确评估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

展水平（ｐｇｄｐ）、互联网发展（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金融发展水平（ ｆｉｎａｎｃｅ）、产业结构升级

（ ｉｓｈ）。
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ｈｑｄ 采用熵值法进行测度 ０． ２３５ ０． ０３６
ｄｉｄ 试点地区为 １，否则为 ０ ０． ０６４ ０． ２４５
ｌｎｐｇｄｐ 地区人均 ＧＤＰ（取对数） １０． ３５ ０． ７６０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地区年末总人口 ０． ４７６ ０． ４９６
ｆｄｉ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 ／地区生产总值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６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地区生产
总值（取对数） ０． ７２７ ０． ６６４

ｉｓｈ 第三产业增加值 ／地区生产总值 ０． ４２２ ０． １１８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８３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质

量的影响。 所用数据均来自 ＥＰＳ 数据

库以及部分地级市统计年报。 表 ２ 报

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可

以看出，经济增长质量的均值仅为

０. ２３５，处于较低水平，表明中国需要

进一步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0.80

0.60

0.40

0.20

0.00

经
济
增
长
质
量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年份

实验组
控制组

图 １　 实验组和控制组经济增长质量变化趋势

图 １ 描绘了实验组和控制组经济

增长质量的变化趋势。 从图 １ 可看出，自 ２０１５ 年大数据试验区正式开始建设，实验组城市的增速明

显高于控制组的城市，同时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这也为证实大数据试验区设立推动城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侧面证据。 同时，基于均值所绘制的变化趋势图也会受到时间趋势以及其他相

关因素的影响，尚未充分证实大数据试验

区设立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 因此，本文

接下来通过相应的计量回归来更加深入

地考察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与城市经济增

长质量之间的关系。
四、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最重要的前提就

是要满足平行趋势检验。 因此为了检验

研究样本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实验

组和控制组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是否具

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本文借鉴王班班

等［２３］的研究，利用事件分析法进行检验。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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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结合样本时间设置了大数据试验

区设立前 ８ 年与后 ４ 年共 １２ 年的窗口期，
结果如图 ２ 所示。 由该图可看出，在大数

据试验区设立之前，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

均不显著，表明在政策实施之前，大数据试

验区与非试验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无显著

差异，即满足了平行趋势假设。 同时，在大

数据试验区设立之后的第一年，政策变量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试验区的设立对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效应逐年增强，
在第三年达到顶峰。 这也表明了数据要素

在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价值和

功能效用。
（二） 基准回归结果

由于模型中可能存在自相关以及异方差，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所有回归均在城市层面进

行聚类，结果如表 ３ 的第（１）列和第（２）列所示。 其中，第（１）列仅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

应，第（２）列同时加入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

系数均显著为正，这初步证实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其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效果确实存在。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匹配前 匹配后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 ０６０ ８∗∗ ０． ０５９ １∗∗ ０． ０５５ １∗ ０． ０４６ ４∗

（０． ０２７ ７） （０． ０２７ ９） （０． ０２８ ５） （０． ０２７ ５）

ｌｎｐｇｄｐ
０． ０２４ ９∗∗∗ － ０． ０３１ ４
（０． ００７ ８） （０． ０３８ 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１）

ｆｄｉ
－ ０． ０７１ ０ ０． ３４３ ３∗∗∗

（０． ０５３ ４） （０． １０７ ２）

ｌ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０１４ ３∗∗ ０． ００７ ９
（０． ００７ １） （０． ０１２ ０）

ｉｓｈ
０． ０７１ ０∗∗ ０． ０６９ ３
（０． ０２７ １） （０． ０５０ 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２８７∗∗∗ ０． ７２４ ２ ０． ２８５ ０∗∗∗ ０． ５２６ １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４３９ ０） （０． ００１ ８） （０． ３８１ ０）

ｃｉｔｙ Ｙ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 Ｙ Ｙ Ｙ Ｙ
Ｎ ４ ２４５ ４ ２４５ ４ ２２８ ４ ２２８
Ｒ２ ０． ７２７ ０． ７３２ ０． ７２４ ０． ７４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各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具有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经济增长量的增加是

质的提升的基础。 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

施也为城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外商直接投资的估计系数

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表明外来投资并未

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主要原因可能在

于，中国招商引资质量不高，以高污染、高
耗能产业为主，同时引进外资过程中也容

易形成技术依赖，不利于我国创新水平提

高［１８］ 。 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则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表明构建高水平资本市场以及推

动产业结构均衡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经

济增长质量。
（三） ＰＳＭ 结果分析

为克服大数据试验区与非试验区城市

之间经济增长质量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差异

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本文借鉴石大千

等［２４］的相关研究，使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进行

估计，从而缓解选择性偏差和避免内生性问

题。 表 ３ 的第（３）列和第（４）列结果表明，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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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安慰剂检验

（四） ＤＩＤ 估计的有效性检验

１． 安慰剂检验

本文借鉴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５］的方法，从 ２８３ 个城市样本

中随机选取 ６７ 个城市作为“伪实验组”，其余 ２１６ 个

城市作为“伪控制组”，然后再为这 ６７ 个“伪实验组”
随机抽取一个年份作为政策时点（伪政策时间），最
后生成“伪政策虚拟变量”（交互项）进行回归。 图 ３
报告了 １ ０００ 次“伪实验组”估计系数的核密度。 可

以看出，在 １ ０００ 次回归中，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政

策虚拟变量主要分布在 ０ 值附近，且与真实回归系数

值相差较大，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上文研究结果的稳健

可靠。
２．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在基准回归中，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是否为“净效应”？ 在估计大数

据试验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过程中，其他相关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估计

效应被高估，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借鉴石大千等［２４］的做法，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其他相关政策变

量，主要包括高铁开通、宽带中国政策以及创新型城市建设。 回归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宽带中国政策

以及创新型城市建设确实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影响

效应最大。 而在加入了这三项政策变量以后，大数据试验区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但系数大小有所

降低。 这一结论表明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可能被高估了，但其提

升作用依然显著存在。
３．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从以下六个方面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１）为了更好地控制各省份随时间变化的政策

因素以及其他随机因素的干扰，本文对省份 ×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 （２）由于研究样本中

可能具有异常值，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型变量进行 １％ 的缩尾处理。 （３）改变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
本文借鉴贺晓宇和沈坤荣［２６］的做法，采用 ＴＦＰ 指数来衡量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４）由于直辖市、省会

城市、副省级城市与普通地级市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估计结果有偏误，因此删除样本数据中直辖

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仅保留普通地级市的样本。 （５）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要求政策实施之前不

能形成有效预期，即需要保证政策的外生性，因此本文借鉴宋弘等［２７］的方法，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大数

据试验区设立前一年的虚拟项 ｄｉｄ － １。 （６）借鉴邱子迅和周亚虹［２８］的做法，考虑到绝大多数试验区都

是在 ２０１６ 年设立，因此本文将 ２０１６ 年设定为该政策的起始年份。 结果表明，研究结论仍然稳健。
五、 进一步分析

（一） 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部分实证检验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影响机制。
首先，本文借鉴许红梅和李春涛［２９］的做法，建立以下模型来探讨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影响城市经济增

长质量的传导机制，以期为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入挖掘数据要素潜能提供有益参考。
ｈｑｄｉｔ ＝ θ０ ＋ θ１ｄｉｄｉｔ ＋ θ２ｍｏｉｔ ＋ θ３ｄｉｄｉｔ × ｍｏｉｔ ＋ θｃＸ ｉｔ ＋ γｔ ＋ μｉ ＋ εｉｔ （２）
其中，ｍｏｉｔ 包括创业活力（ｅｎｔ）、人力资本（ｈｕｍａｎ） 和绿色技术创新（ｇｔｐ）。创业活力采用城镇私营

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与总就业人员数之比来表示，人力资本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年末总人口

之比来表示，绿色技术创新用每万人绿色专利授权数来表示。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从表 ４ 可以看出，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政策虚拟变量与机制变量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作

为一个外生冲击，能够助推地区创业活动和个体创业行为、提升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以及推动绿色技术

创新，从而提高城市经济发展质量。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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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创业活力效应 人力资本效应 绿色创新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ｄ × ｅｎｔ
０． １０５ ３∗∗ ０． １０１ ２∗∗

（０． ０４９ ６） （０． ０４９ ５）

ｄｉｄ × ｈｕｍａｎ
０． １９６ ０∗∗∗ ０． １９９ ５∗∗∗

（０． ０７１ ７） （０． ０７０ ３）

ｄｉｄ × ｇｔｐ
０． ３７６ ５∗∗ ０． ３６６ ３∗∗

（０． １８３ ０） （０． １７９ 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ｃｉｔ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４ ２４５ ４ ２４５ ４ ２４５ ４ ２４５ ４ ２４５ ４ ２４５
Ｒ２ ０． ７２８ ０． ７３２ ０． ７３７ ０． ７４２ ０． ７７２ ０． ７７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 异质性分析①

１． 城市规模、城市区位和城市等级异质性

基于区位、规模和等级的不同，将城市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以及高

等级和低等级城市。 具体而言，城市区位主要按照该城市所属省份进行划分②；城市规模划分的主要

依据是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同时为兼顾分组样本数量的均衡

性，具体将政策发生前一年各地区的城区常住人口③ ３００ 万以上的城市看作大城市，３００ 万以下的则看

作中小城市；城市等级的划分主要借鉴《２０２０ 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具体将一线、新一线、二线

和三线等城市界定为高等级城市，其余两类城市则界定为低等级城市。
回归结果表明，在所有模型中，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但与此同时，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高等级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更强的

提升作用。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而随着大数据

试验区的设立，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则可以缓解大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拥挤效应，进一步

发挥其资源配置优势，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条件。 从城市区位和城市等级的角度进行

分析，在东部地区和高等级城市中，其本身经济基础较好，往往具备更优的资源禀赋、更丰富的人才储

备以及更多的财政支出，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大数据试验区设立所带来的政策红利，因此在这些

城市中，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更加显著且高效地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２． 城市自身特征异质性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在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方面可能会因城市自身特征的不同而有

所差异。 对于城市特征异质性的分析，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那些对试验区建设有益或者对经济高质

量发展有影响的城市发展特征。 鉴于此，本文分别从创新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三个方

面检验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果。 具体而言，本文选择城市每万人专利授

权量和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等指标，并将其分为高低两组，从而反映城市创新水平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

差异性。 同时，借鉴聂长飞等［７］关于市场化水平的划分，根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８）》

—５０１—

①
②

③

由于篇幅所限，该结果未在文中展示，备索。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其余省份则定义为中

西部地区。
城区常住人口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得，但国家统计局要求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各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需以常住人口进行

计算，因此本文通过用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市辖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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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 ２０１６ 年各省份市场化指数，将排名前 １５ 位省份所包含的城市界定为高市场化水平，其余城市

则界定为低市场化水平。
回归结果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在创新水平、互联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中具有更加

显著的估计系数，意味着创新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都是大数据试验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资源要素。 其中，高创新水平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下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远大于低水平情形下

的系数，说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是有条件的，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互联网等

信息基础设施，从而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驱动效应。
（三） 空间溢出效应

前文的分析表明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效应，但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

隐含了任何个体不会受到其他个体处理与否影响的假设，因此对于城市之间空间相关性的忽视会导

致估计结果的偏误。 本文借鉴徐换歌和蒋硕亮［３０］的研究，利用双重差分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ＤＩＤ）来
检验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本地及邻地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ｈｑｄｉｔ ＝ φ０ ＋ ρＷ × ｈｑｄｉｔ ＋ φ１ｄｉｄｉｔ ＋ φｃＸ ｉｔ ＋ １Ｗ × ｄｉｄｉｔ ＋ ｃＷ × Ｘ ｉｔ ＋ γｔ ＋ μｉ ＋ εｉｔ （３）
其中，Ｗ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用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的空间权重矩阵，Ｗ ＝ μＷ１ ＋ （１ － μ）Ｗ２，为

简化分析，μ ＝ ０. ５，该矩阵充分考虑了地理和经济因素。Ｗ × ｈｑｄｉｔ 表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滞后项。
Ｗ × ｄｉｄｉｔ 表示大数据试验区设立的空间滞后项。Ｗ × Ｘｉｔ 表示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其他指标解释同式

（１）。
双重差分空间杜宾模型适用的前提是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具备空间相关性。 结果表明莫兰指数整

体上呈提高态势，同时 Ｐ 值也均小于 ０. ０５，初步验证了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具有空间相关性。 同时

Ｗａｌｄ 检验和 ＬＲ 检验表明，双重差分空间杜宾模型具有更好的有效性，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又拒绝了随机效

应的原假设。 因此，本文使用时空双固定模型来进行估计。
空间杜宾模型与传统计量模型的区别在于，其回归结果①的估计系数无法直接反映解释变量的边

际效应。 因此本文进一步对回归结果分解处理，从而得到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结果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一方面，大数据试验区设

立推动了本地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间接效应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于邻地经济高质

量发展也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 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大数据的发展打破了资源要素在流通过程中的

空间限制，促使技术和知识等高端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的优化配置，从而为试验区周边区域经济增长

质量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下数据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和新动能，其在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

为研究数据要素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提供了一个可分析的政策背景。 基于此，本文以国

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这一政策为切入点，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８３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
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算，然后利用双重差分（ＤＩＤ）模型和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

评估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１）从整体上来看，大数据试验

区设立能显著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且该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 （２）从作用机制来看，大数据试验

区设立可以通过创业活力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来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３）从异

质性分析来看，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在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高等级城市中具有更强的经济增长质量

效应，同时创新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等城市自身特征也是该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要

素。 （４）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仅对本地的经济

—６０１—
①限于篇幅限制，该回归结果并未在文中展示，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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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还对邻地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提升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持续深入开展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充

分发挥大数据试验区的引领作用，提升数据要素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同时及时总结先进地区的发展

经验，因地制宜做好发展规划，增强大数据试验区战略执行的包容性和灵活度。 （２）探索大数据试验

区政策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多维路径，充分利用数据要素的便利性，打破壁垒，推动资源要

素高效流动。 例如推动大数据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 （３）进一步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互联网普及，发展新基建，为大数据发挥

作用奠定基础。 贯彻落实网络强国战略，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
一步提升信息传输的速度和效率，为数据要素更好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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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袁航，朱承亮． 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Ｊ］．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８）：６０ ７７．

［２３］王班班，莫琼辉，钱浩祺． 地方环境政策创新的扩散模式与实施效果———基于河长制政策扩散的微观实证［Ｊ］． 中

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０（８）：９９ １１７．

［２４］石大千，丁海，卫平，等． 智慧城市建设能否降低环境污染［Ｊ］．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６）：１１７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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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炳南，王　 宇，张　 浩 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否驱动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２３（Ｃ）： １８ ３７．

［２６］贺晓宇，沈坤荣． 现代化经济体系、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Ｊ］． 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６）：２５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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